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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 世纪中叶以来，现代黎巴嫩民族国家逐渐形成。黎马龙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接受了以

黎巴嫩为“永恒祖国”的原则，并将之作为构建黎巴嫩民族国家的基础。但黎什叶派传统的以封建家

族首领为核心的教派认同，在经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挑战后，转变为以什叶派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

为基础的新什叶派教派认同。这种集体认同所具有的亲伊朗和叙利亚的属性，对构建黎巴嫩民族国家

形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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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以来，现代黎巴嫩民族国家逐渐形成。黎巴嫩从最初马龙派—德鲁兹派两极体制，

经过以马龙派为主导的阶段（1860～1943）、以马龙派—逊尼派伙伴关系为核心的阶段（1943～
1975），通过黎巴嫩内战（1975～1990），确立起以黎巴嫩为“永恒祖国”的原则。这一原则最终

为黎马龙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所接受，成为黎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但黎什叶派传统的以封建

家族首领为核心的教派认同，从 19 世纪末开始，在以马龙派为核心的黎巴嫩民族主义和以逊尼派

为核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摇摆，在 20 世纪中期经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有力挑战之后，演变

成以什叶派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为基础的新什叶派教派认同。这种集体认同具有亲伊朗和叙利亚

的跨境什叶派认同属性，对黎民族国家的构建形成挑战。 
 

一、现代黎巴嫩国家的雏形 
 
现代黎巴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1831 年，控制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经过巴勒

斯坦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进攻。1832～1840 年，黎巴嫩地区处于穆罕默德·阿里之子伊卜拉

欣帕夏的统治之下。黎巴嫩地区谢哈卜家族的埃米尔巴希尔二世（1788～1840 年在位）采取了与

埃及军队合作的立场。1840 年，随着埃及军队战败，巴希尔二世也被迫于当年 10 月 10 日退位。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逐渐直接控制黎巴嫩地区。 
1840 年之后，原本在黎巴嫩地区和平共存的德鲁兹派与马龙派矛盾开始激化，先后于 1841、

1845 和 1860 年爆发了三次教派冲突。1841 年 10 月，两派之间爆发冲突，其最严重的结果是两个

教派之间“彼此怀疑的感觉和厌恶”日益增加。
[1]4351842 年 1 月，奥斯曼帝国废黜了巴希尔三世

（1840～1842 年在位），正式结束谢哈卜家族的埃米尔制度，黎巴嫩从 16 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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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地位就此终结。奥斯曼帝国将其划分为两个州：北部以马龙派和其他基督教教派为主，由马

龙派任州长；南部尽管也有为数不少的马龙派，但却由德鲁兹派任州长。
[2]57

两个州以贝鲁特——

大马士革公路为分界线。1845 年 4 月，教派冲突再次爆发。奥斯曼土耳其的外交大臣沙基布埃芬

迪负责处理动乱，正式确立双州体制。 
这一时期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占主导地位。马龙派得到法国的支持，而德鲁兹派则得到英国的

支持。马龙派试图将两个州合并成一个马龙派国家；德鲁兹派也对双州制表示不满，试图在奥斯

曼帝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打击马龙派。1860 年 4 月，两派之间的矛盾再度引发激烈冲突。“在这次

大屠杀里，大约有一万一千个基督教徒（大半是马龙派教徒）死于动乱，有一百五十个乡村被焚

毁。”
 [3]879

黎巴嫩地区的教派冲突也引发大马士革对基督教徒的屠杀。屠杀招致欧洲列强的干涉，

法国派出 7000 人的部队，于 1860 年 8 月抵达贝鲁特。奥斯曼帝国派出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负责

稳定局势。法国的直接干涉及其对马龙派的保护，导致双州制瓦解。法国要求恢复到 1840 年之前

的状态，即取消双州制，将两部分合并成一个独立省，由马龙派任省长。1861 年 6 月，奥斯曼土

耳其、法、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共同签订《组织条例》，决定黎巴嫩山地区组成自治省。

1864 年 9 月条例进行了修订，1867 年意大利也在协定上签字。该体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1915 年 7 月 11 日，奥斯曼帝国单方面取消黎巴嫩山地区的自治地位，直到 1918 年被盟军

占领。 
在自治省的体制下，德鲁兹派的地位持续下降，马龙派日益取得主导地位。马龙派为寻求政

治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发展出一种具有马龙派教派属性的民族主义，认为黎巴嫩山及周围地区主要

是马龙派居民，他们拥有政治上相对独立的权利。“很明显，马龙派的神话具有构建现代民族国家

的潜力，而德鲁兹派仍在坚持封建权利和维持教派自治的政治。”
 [2]67

自治省省长由天主教徒担任，

法国支持马龙派，这使得马龙派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日益加强，原来马龙派—德鲁兹派的两极格

局被打破。因此，黎巴嫩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在其起源的时候具有马龙派主导、排斥其他教派

的倾向。 
根据 1861 年的《组织条例》，自治省设立“行政委员会”协助省长；根据 1864 年修订后的条

例，行政委员会包括马龙派 4 人，德鲁兹派 3 人，东正教徒 2 人，天主教徒 1 人，逊尼派 1 人，

什叶派 1 人。在当时自治省的辖区，马龙派人口占总人口的 57.5%，所缴纳的土地税占总额的

51.2%。因此行政委员会中 4 名代表名额似乎并未反映马龙派在自治省的人口比例和经济地位。
[4]83

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 1864 年修订的条例，构成黎巴嫩的 7 个县，每个县所产生的行政委员会成

员由该县各村的谢赫通过选举产生。马龙派在巴特伦、基斯拉万、马腾和杰津 4 个县占人口多数，

在舒夫县占人口的 30%。在马龙派占人口多数的村庄，谢赫都是马龙派。因此，由马腾县和杰津

县选举产生的非马龙派代表，如果得不到马龙派的支持根本无法当选，这就决定了马龙派在自治

省的行政委员会中具有远远超过其代表人数的影响。
[4]831912 年，行政委员会的组成进行了修改，

增补了 1 名马龙派的代表。 
在自治省时代，黎巴嫩教派政治的雏形开始形成，各教派按照人口比例分享权力的模式逐渐

确立起来。教派政治存在着明显的消极方面：首先，各教派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平衡。马龙派显然

是教派政治的受益者，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际人口比例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必然招致其他教派的

不满；其次，权力分配体制与人口比例挂钩，但因为人口出生率、国际移民和国内迁移等因素的

影响，人口构成不断变化，与此同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权力分配方案难以频繁调整，这就

导致权力分配方案往往严重滞后于人口构成的变化；最后，教派政治必然强化教派认同，从而削

弱对黎政治统一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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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龙派为主导的黎巴嫩国家认同和教派政治体制，成为早期黎巴嫩国家构建的基础，但同

时也是严重削弱黎巴嫩国家构建的因素。 
 

二、法国委任统治之前的黎巴嫩什叶派 
 
在以马龙派为核心的黎巴嫩认同之外，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开始发展起来。包括黎巴嫩在内的

大叙利亚地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一地区最早倡导民族主义的是“以叙利

亚和黎巴嫩为基地的基督教新知识分子。这个集团包括教师、记者、编辑、医生和翻译，他们通

过组织文学社团、出版报纸、按照现代欧洲模式创建学校来传播其思想。”
 [5]301

这种民族主义思想

在起源时就包括两个层面：将阿拉伯世界的亚洲部分与奥斯曼帝国相分离，并将这片领土统一成

一个阿拉伯国家。这种理念在 1916 年的阿拉伯民族大起义中达到顶点。
[5]297

“在黎巴嫩，逊尼派

完全认同于阿拉伯主义”
[2]105

。 
19 世纪开始，马龙派发展出以黎巴嫩认同为核心的黎巴嫩民族主义，逊尼派支持以阿拉伯民

族认同为核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什叶派仍然处于以封建家族首领为核心的教派认同占支配地

位的状态。“传统上，占支配地位的家族从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中获得

权力。”
 [6]17

黎巴嫩南部阿米勒山地区的艾斯阿德家族是此类封建家族的代表。 
这一时期，什叶派开始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变化。1860 年，奥斯曼帝国开始建立新的税收管理

体制，对什叶派传统封建家族首领的权力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一些什叶派家族通过与贝鲁特、

赛达等沿海城市的逊尼派和欧洲商人之间的商贸往来，势力日益发展。这些人被称为“显贵”，在

经商致富之后通过购买土地，成为新兴的封建首领。他们与赛达的逊尼派苏勒哈家族的关系尤为

密切。
[7]
在教育方面，艾哈迈德·加萨尔（1770～1802 年任职）破坏了阿米勒山地区的很多宗教

学校。1882 年，阿米勒山的什叶派开始受现代教育的影响，逊尼派的里达·苏勒哈在奈拜提耶建

立了第一所现代学校。1892 年，什叶派的第一所现代学校也建立起来。“18 世纪末宗教学校的破

坏，以及 19 世纪恢复这些学校努力的失败，迫使什叶派学生在采纳阿拉伯逊尼派课程的新式学校

里接受教育。”
 [7] 

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的变化，造成什叶派内部的分化。以卡米勒·艾斯阿德为代表的家族

首领坚持传统家族的权力，而以艾哈迈德·阿里夫·宰因（1883～1960）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什叶

派新生“显贵”家族的知识分子则倾向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对阿拉伯民族起义的立场上，“什叶

派分成两个阵营，由卡米勒领导的阵营支持奥斯曼人，里达·苏勒哈和什叶派知识分子领导的另

一个阵营支持阿拉伯起义。”
 [7] 

1918 年，奥斯曼军队退出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政府在阿米勒山地区所获得的意识形态

上的支持，主要来自赛达和提尔等沿海城市的显贵，以及奈拜提耶的一群有文化的半城市化的资

产阶级，他们削弱了卡米勒贝作为阿米勒山合法首领的地位。”
 [8]59

里达·苏勒哈的儿子里亚德·苏

勒哈（1894～1951）成为支持大马士革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的主力，被任命为赛达总督。大马士

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在黎采取了依赖逊尼派的政策，而试图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委任统治

的法国则在黎采取了亲马龙派的政策。尽管为了分化穆斯林阵营，法国一直在拉拢什叶派，但由

于与马龙派的宗教和历史渊源，以及利用教派矛盾分而治之的目的，法国在黎巴嫩地区主要扶持

马龙派势力。
[8]72 

面对亲马龙派的法国和亲逊尼派的大马士革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黎巴嫩的什叶派处于两难

境地。卡米勒·艾斯阿德在法国与大马士革之间采取摇摆的立场。1918 年 10 月，他向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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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萨尔效忠，1920 年 2 月又表示接受将阿米勒山地区并入法国希望建立的大黎巴嫩，1920 年 4
月在瓦迪·胡贾尔会议上他最终表示接受并入费萨尔的阿拉伯王国，但要求享有自治地位。

[7] 
1920 年 4 月的圣雷莫会议，规定包括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内的地区由法国实行委任统治。5 月，

法国对阿米勒山地区的什叶派进行镇压。7 月 24 日，法军在麦赛隆打败费萨尔的军队，并于次日

占领大马士革。9 月 1 日，法国宣布建立大黎巴嫩，以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黎巴嫩山省为核心，加

上贝鲁特、的黎波里、阿米勒山和贝卡等地区。由于在法国委任统治和费萨尔的阿拉伯王国之间

采取摇摆政策，并最终选择支持阿拉伯王国，阿米勒山地区的什叶派在新成立的黎巴嫩处于边缘

地位。“由于 1920 年 5～7 月的事件，在阿米勒山与黎巴嫩其他教派群体之间已经存在的差异显著

扩大了。阿米勒山作为核心地区——黎巴嫩山——的附属，成为大黎巴嫩的一部分。”
 [8]84 

这一阶段什叶派主要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马龙派和逊尼派都

发展出以现代认同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什叶派并没有形成类似

的意识形态，因此被迫在以马龙派为主体的黎巴嫩民族主义和以逊尼派为主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之间进行选择，并最终在法国的武力强迫下被并入大黎巴嫩。什叶派面临着发展反映本教派利益

的现代认同的挑战；第二，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阿米勒山地区，相对于黎巴嫩其他地区而言，经

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并入大黎巴嫩后，其边缘地位被强化，因此面临着摆脱边缘地位、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第三，什叶派内部占主导的社会力量仍然是封建家族首领，这种权力

结构无法适应什叶派内部的社会变化，也无法满足什叶派内部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要求。随着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新兴政治力量的出现，什叶派内部的社会结构和权

力分配体系面临着变革的挑战。20 世纪初，在黎巴嫩什叶派中占主导的仍是以封建家族首领为核

心的什叶派教派认同，但是上述挑战一方面强化教派认同，另一方面削弱封建家族首领的核心地

位，黎巴嫩什叶派的认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三、从委任统治到内战爆发（1920～1975） 
 
从 1922 年开始，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开始执行拉拢黎巴嫩什叶派并使其疏远逊尼派阿拉伯民族

主义者的政策，什叶派的封建家族首领也开始对委任统治采取支持态度。 
奥斯曼帝国一直拒绝承认什叶派是独立于逊尼派之外的单独教派群体，因此黎巴嫩什叶派一

直在逊尼派的宗教法庭处理法律事务。1923 年，黎巴嫩议会的什叶派议员提交法案，要求授予什

叶派不同于逊尼派的教派地位，在议会获得通过。1924 年 3 月 22 日，法国高级专员颁布法令，

大赦 1920～1922 年期间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什叶派上层人士。1926 年 1 月 27 日，法国高级专员

颁布 3503 号法令，正式宣布什叶派构成一个独立的宗教教派，并准予设立什叶派宗教法官和宗教

最高法院。1928 年什叶派最高法院设立。
[9]
这一系列举措得到大部分什叶派的欢迎。 

到 1926 年，“对于什叶派已经变得日益明显，即在一个比较小的黎巴嫩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少

数群体，比起留在比较大的、逊尼派控制的叙利亚作为一个小的少数群体来说，他们受益更多。

因此，贵族对于叙利亚统一思想的广泛支持从 20 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消退。”
 [6]521936 年 9 月 9

日，法国与叙利亚签订条约，许诺 3 年后结束法国委任统治，但黎巴嫩保持独立。11 月 13 日签

订的法国—黎巴嫩条约，保证给予黎巴嫩一定程度的自治。“1936 年底法国—黎巴嫩条约的签订，

使得什叶派首领和宗教学者相信黎巴嫩领土完整的状况不可逆转，他们因此应该加强关于‘公平’

分配政治和管理职位的斗争。”
 [9]

到 20 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黎巴嫩什叶派的上层大部分已经放弃

与叙利亚谋求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转而通过支持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和黎巴嫩国家的存在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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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大的教派权益。 
与此同时，马龙派和逊尼派内部也在发生变化。1936～1941 年担任总统的埃米尔·埃迪继续

主张维持黎巴嫩在法国保护下作为基督教徒家园、尤其是马龙派国家的属性。但其在马龙派中的

竞争对手比沙拉·扈里（1943～1952 年任总统）则采取现实主义立场，与逊尼派的里亚德·苏勒

哈结盟。里亚德·苏勒哈也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现实主义者，开始接受黎巴嫩独立于叙利

亚的现状。1943 年独立战争期间，他们两人作为各自教派的代表达成民族宪章，承诺保证黎巴嫩

的独立，保持黎巴嫩的阿拉伯面貌但同时不割断与西方的联系，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合作，以及

在各教派之间平等分配席位，即共和国总统为马龙派，总理为逊尼派，议长为什叶派，议会议席

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中间按照 6 比 5 的比例分配。这意味着黎巴嫩国家的属性开始发生变化，从

马龙派占绝对主导地位变成以马龙派—逊尼派伙伴关系为立国的基础。但是属于马龙派的总统控

制大部分权力，因此马龙派和逊尼派的伙伴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 
随着黎巴嫩国家属性的变化，什叶派传统家族首领日益融入权力体系，但什叶派作为一个整

体，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边缘化地位则日益突出。什叶派内部的社会结构随着人口迁移发生改变，

对什叶派的权力结构和教派认同提出挑战。从 20 世纪初开始，黎巴嫩本土的丝织工业受到来自日

本等国的蚕丝以及随后的人造纤维的竞争，日益衰落。
[10]4

约从 1880 年开始，黎巴嫩人开始向北

美移民。20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移民西非。很多黎巴嫩什叶派也跟随移民潮前往西非和北

美，他们逐渐形成新生的中产阶级，在回到黎巴嫩后往往有比较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改变现有政治

格局的愿望。20 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什叶派下层农民迁移到贝鲁特南郊，到五十年代

规模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萧条，对什叶派占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的国家投资很

少，以及向资本密集（而非劳动力密集）的柑桔种植业转型”
 [6]34

。什叶派地区的边缘化地位加速

了什叶派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他们摆脱了传统封建家族首领的政治控制，对贫困生活现

状以及低下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满。这些什叶派下层民众成为政治动员的潜在对象。跨国移民和

国内人口迁移，使得什叶派中产阶级和下层开始摆脱在政治上的无为主义状态，日益政治化。 
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动员什叶派民众的主要意识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阿拉伯国家陆续获得独立。第一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日益激化，使

得阿拉伯民族主义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在美苏两极对抗的格局中，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亲苏

立场，执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成功地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领域实施自己的激进计划。因此，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党统治和解放巴勒

斯坦联系在一起。”
 [5]308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经济和社会平等，要求改变现状，这对处于

边缘地位的什叶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黎巴嫩，左翼政党吸引了大批什叶派追随者，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是叙利亚民族社会党。20 世纪六十年代，“该党开始讨论社会公正和公平分配收入的必

要性。它还结束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对，开始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妥协。

该党还支持巴勒斯坦革命，认同凯末尔·琼布拉特领导的黎巴嫩左翼联盟。”
 [11]36220 世纪六十年

代凯末尔·琼布拉特（？～1977）组织的民族与进步政党集团联合了黎巴嫩的左翼政党，作为集

团核心的社会进步党主张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及在黎巴嫩实行改革。甚至还有相当多的

什叶派青年加入巴勒斯坦人的各种组织，这“必须要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背景下去

理解，那时——尤其是在 1967 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的事业为高度政治化的什叶派群体的挫折

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6]96

。 
委任统治时期法国拉拢什叶派的政策，加上独立后国家属性的变化，使得什叶派传统家族首



 29

领融入黎巴嫩政治体制。但是什叶派总体上的边缘化地位以及 20 世纪中叶的移民潮，使得什叶派

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开始谋求改变现状，左翼政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成为动员什叶派的有力工具。20 世纪六十年代，以家族为基础的什叶派教派认同受到阿拉伯民族

主义的有力挑战。 
 

四、新什叶派教派认同 
 
随着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战败以及 1970 年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逝世，阿拉伯民

族主义在中东地区开始逐渐转向低潮。在黎巴嫩，一系列因素促使什叶派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

新什叶派教派认同。 
以社会进步党为核心的左翼政党联盟“黎巴嫩民族运动”对于什叶派的吸引力持续下降，因

为什叶派日益认识到“什叶派被很多政党视为走卒而非党员”
 [6]93

。1975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在

内战中大批什叶派追随黎巴嫩民族运动。但人们认为社会进步党的领袖凯末尔·琼布拉特用什叶

派充当炮灰，“以什叶派去同他的敌人作战，直到什叶派战斗到最后一人”
 [11]355

。与此同时，巴解

组织对黎巴嫩什叶派的吸引力也在减弱。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开始涌入黎巴

嫩。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更多的巴勒斯坦难民来到黎巴嫩。1970 年约旦“黑九月”事件之

后大批巴解组织战士从约旦转到黎巴嫩，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总数达到约 40 万人。包括什叶派在

内的穆斯林普遍对巴解组织的反以斗争持支持态度。七十年代，巴解组织通过黎巴嫩南部组织对

以色列的跨境袭击，招致以色列的报复，从而给什叶派造成损失。以色列于 1978 年 3 月 14 日对

黎南部发动列塔尼行动，报复巴解组织，约 20 万黎巴嫩人成为难民，大部分是什叶派。以色列的

进攻使得黎巴嫩什叶派与巴解组织之间产生了矛盾，他们认为是巴勒斯坦人招致以色列进攻并最

终导致他们自身逃离家园、蒙受损失。作为结果，“在那些以色列及其代理人能够轻易到达的地区，

属于黎巴嫩民族运动或巴解的活跃分子或者离开，或者非常低调，其结果是这些组织的招募活动

受到影响。”
 [12]50 

在 1975～1990 年的内战中，以基督教马龙派为一方，以逊尼派、德鲁兹派和巴解组织武装为

另一方，形成两个阵营。在内战中，黎教派矛盾严重激化，没有教派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的保护，

普通民众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此时的什叶派已经开始大量脱离社会进步党等左翼政党和巴

解武装，而他们本身作为穆斯林又难以为马龙派所接受，因此，什叶派迫切需要本教派的政治组

织和民兵武装，穆萨·萨德尔（1928～）领导的阿迈勒运动恰好满足了什叶派的需求。 
1959 年 10 月，穆萨·萨德尔从伊朗来到黎巴嫩。他在黎南部地区创办各种慈善组织，扩大

影响。在他的努力下，1969 年成立“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负责管理黎巴嫩什叶派事务。

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黎巴嫩什叶派宗教学者之间就竞争宗教上的领导权，因此什叶派的教派

管理机构迟迟无法建立。“无疑，20 世纪六十年代什叶派能够克服他们的派系之争归功于穆萨·萨

德尔的领导权”
 [9]

。穆萨·萨德尔成为黎巴嫩什叶派的领袖，宗教学者在黎巴嫩什叶派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开始凸现。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穆萨·萨德尔在与什叶派传统家族首领的斗

争中取得了胜利，传统家族首领的权威和影响力开始减弱。此后，穆萨·萨德尔的主要挑战来自

左翼力量。为此，他于 1974 年正式创立阿迈勒运动，并组建了自己的民兵组织。 
内战爆发后，1975～1976 年，阿迈勒运动站在左翼的黎巴嫩民族运动一边，试图重新分配国

家权力。随着 1976 年 5 月叙利亚出兵黎巴嫩支持马龙派，阿迈勒运动转而站在叙利亚一边。1970
年，阿拉维派军官阿萨德在叙利亚掌权，在黎什叶派看来，叙利亚已经是一个亲什叶派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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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世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阿拉伯逊尼派群体成为统一体，这种统一在叙利

亚随着 1970 年阿拉维派的哈菲兹·阿萨德掌权第一次被打破，叙利亚逊尼派大批转向穆斯林兄弟

会的伊斯兰主义”
 [2]105

。穆萨·萨德尔“1973 年承认阿拉维少数派为什叶派十二伊马目派。这个

举动赋予哈菲兹·阿萨德的叙利亚（阿拉维）政权以合法性，而此时该政权正面临叙利亚穆斯林

兄弟会日益高涨的反对”
 [6]161

。此后，穆萨·萨德尔领导的阿迈勒运动总体上采取亲叙利亚的立

场。可以看出，穆萨·萨德尔所领导的阿迈勒运动，代表着构建新的什叶派教派认同的努力。这

种认同，以穆萨·萨德尔为核心，初步结合了伊朗、叙利亚阿拉维派和黎巴嫩什叶派的跨境什叶

派认同因素，并以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为基础。这种认同有效取代了以传统家族首领为核心的传

统黎巴嫩什叶派教派认同，也有力回应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什叶派教派认同的挑战。 
1982 年以色列的全面入侵，导致阿迈勒运动分化。以侯赛因·穆萨维为代表，因不满阿迈勒

运动对以色列入侵无所作为而另组“伊斯兰阿迈勒运动”。他们得到伊朗的支持，接受伊斯兰共和

国的理念，持坚决反对以色列立场。该组织与其他一些组织联合，于 1985 年正式宣布成立真主党。

真主党的成立标志着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什叶派教派认同的出现。这种教派认同承认

宗教学者的领导作用，以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为基础，在意识形态上接受现代伊斯兰主义的理念

并持坚定的反以色列的立场，与伊朗和叙利亚保持密切联系，具有跨境什叶派认同的鲜明特点。

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可以看作是黎巴嫩新的什叶派教派认同构建的两个阶段，与后者相比，前者

具有更清晰的意识形态取向。随着真主党在反对以色列占领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其在黎什叶派

中的影响力日益超越阿迈勒运动。 
但是新什叶派教派认同中的跨境什叶派认同因素，成为对黎巴嫩国家认同的挑战。1990 年内

战结束后，黎巴嫩作为民族国家的认同得到巩固。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不再坚持泛阿拉伯的立场，

放弃与叙利亚统一或建立统一的泛阿拉伯国家的主张，基督教徒也不再主张建立一个马龙派占支

配地位的非阿拉伯的黎巴嫩。内战使得“将黎巴嫩视为永恒祖国”成为共识。
[2]139

黎巴嫩民族国

家认同的支持者，将以色列和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都视为对黎巴嫩的威胁。2000 年 5 月以

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之后，黎反叙声音高涨。在反叙利亚的哈里里（1992～1998，2000～2004 年担

任总理）和亲叙利亚的拉胡德（1998～2007 年任总统）之间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跨境什叶派认同，使得它们持坚定的亲叙立场。2005 年 2 月 14 日哈

里里遇刺后，叙利亚被迫撤军。以萨阿德·哈里里为首的未来阵线、瓦立德·琼布拉特为首的社

会进步党和马龙派的卡尔纳·谢赫旺集团为主组成反叙利亚的“3 月 14 日力量”（March 14 
Forces），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为主组成亲叙利亚的“3 月 8 日力量”（March 8 Forces）。[13]

真主

党和阿迈勒运动的立场表明，它们还没有完全接受黎巴嫩是“永恒祖国”这一原则，因此其什叶

派教派认同与黎巴嫩民族国家构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此外，真主党关于建立伊斯兰

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本身对于黎巴嫩民族国家的多教派体制就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黎内战结束后，包括马龙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都开始认同黎巴嫩是“永恒祖国”这一理念，

将教派认同与黎巴嫩民族国家认同结合起来，但什叶派还没有发展出与黎巴嫩民族国家认同相结

合的什叶派教派认同，其跨境什叶派认同的属性与黎巴嫩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

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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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it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tate of Leb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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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mid 1800s, modern Lebanon began to emerge as a state. Lebanon as “the eternal 
homeland” had been accepted by the Maronites, the Sunnis and the Druze as a general principle and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The Shi‘ite sectarian identity based on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traditional feudal zu‘ama was challenged by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mid 1900s, and was replaced by a 
new sectarian identity, based on the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sectarian militias. This new 
Lebanese Shi‘ite collective identity is featured by a pro-Iranian and pro-Syrian position, and has become 
a big challenge to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of Leb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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